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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基于主体的模型在碳中和路径和

金融支持政策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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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碳中和目标下的经济转型路径和金融支持政策设计，要求在高度不确定

性、具有多主体、多目标的复杂系统中优化决策，从能源、环境、经济、金融

等多维度开展分析。本文综述碳中和分析的主流模型，指出其普遍存在的金融

市场代表性不足，对金融与经济其它部门、能源环境系统互动的刻画较少，未

能反映微观主体异质性、有限理性和动态学习能力等。本文针对性地提出应用

基于主体的模型，以拓展相关模型和开发金融政策评价工具。

Abstract: Developing a carbon neutrality roadmap and supporting green finance policy is a

multi-objective multi-agent decision problem in nature, requiring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accounts for inherent uncertainties in energy,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finance.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view of mainstream modeling tools that have been applied in carbon

neutrality studies. We show that these models often lack a detailed representation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are inefficient in capturing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other sectors of the economy, energy systems, and the environment. Moreover, these models

cannot incorporate heterogeneity,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learning capabilities of agents. In this

respect, we suggest applying agent-based models (ABM) in future modeling studies and

developing green finance policy evaluation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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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5年 12月 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通过
《巴黎协定》，确立了至本世纪末把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2℃
以上，并努力控制在 1.5℃以内的目标(UNFCCC, 2015)。2020年 9月 22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正式提出了中国力争二氧化碳排

放 2030年前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新华网，2020）。据不完全统计，截
至 2021年 12月 1日，不丹、柬埔寨等 8个国家各自宣布已实现碳中和/净零排放，
另有包括中国在内的 128个国家和欧盟正式提出或有意承诺在 2050年前后实现碳中
和或与之力度相近的气候目标2(Net Zero Tracker, 2021;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a)。

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也给经济金融

研究带来新课题。在绿色低碳发展过程中，金融发挥着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

定价的重要功能（易纲，2021；刘桂平，2021）。在构建以碳中和为导向的绿色金
融体系的背景下3，如何统筹能源、环境、气候和经济发展等多个目标，实现多时空

维度下碳中和路径最优化？如何设计相应的政策保障，特别是发挥金融的支撑作

用？这些问题对传统的气候变化相关综合评估模型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综

合评估模型体系需要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详细刻画，关注发展中国家经济

发展和减缓气候变化之间的交互影响；其次，要更加关注区域信息描述，提高区域

建模的分辨率；最后，需要更加全面地分析金融政策与经济政策、气候政策和环境

政策的相互作用，形成碳中和综合策略。

近年来，基于主体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 ABM)被引入股票市场、货币政策、
金融危机等金融领域研究，并逐渐在碳市场、电力市场、电动车、建筑节能等气候

变化相关研究中获得应用(Castro et al, 2020)，但面对碳中和这一重大、复杂、特殊
的议题，其应用尚很有限。相较于传统模型，ABM更具灵活性，可对微观经济进行
更为细致的刻画。比如，ABM可聚合多项自下而上的实证研究，建立更“真实”的气
候损失函数，评估气温升高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Farmer et al, 2015)；还可对技术扩散
过程进行更贴近现实的非线性拟合(Faber et al, 2010)。此外，ABM还可对地区或部门
进行细分，分析不同决策主体在微观层面的互动、学习和适应，以及在宏观层面产生

的影响(Epstein, 1999)，并更详实地刻画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价格和产出的影响(Cincotti
et al, 2010)。本文在归纳总结传统综合评估模型特点和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应用
ABM开展碳中和路径及金融支持政策的成本收益研究，拓展现有综合评估模型框架，
为开发相关金融政策评价工具提供参考。

本文第二部分简要综述国内外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研究现状，基于建模方法

讨论其特点和局限性，第三部分介绍 ABM的原理和最新应用情况，并与传统模型
进行比较，第四部分总结和提出建议。

2一些国家采用了“净零排放”、“气候中和”或“零碳”的表述。
3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关于促进应对气

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环气候〔2020〕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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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研究综述

（一）国外模型综述

长期以来，联合国以及各发达国家利用综合评估模型，为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

政策的制定提供量化决策依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已应用综合评估模型，完成了五个
评估周期的工作，目前正处于第六个评估周期。第六次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

(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Phase 6, CMIP6)利用六个综合评估模型，定
量分析五个不同的社会经济路径(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 SSPs)(Van Vuuren
et al, 2017; Fricko et al, 2017; Fujimori et al, 2017; Calvin et al, 2017; Kriegler et al, 2017)，
为后续全球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决策提供科学支撑(Riahi et al, 2017)。国际能源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开发的全球能源模型(WEM)和能源技术展望模型
(ETP Model)，长期为各国提供清洁能源技术发展、能源系统转型、经济社会转型等
方面的政策建议(IEA, 2020)。美国环保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和
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 DOE)等部门的环境保护、能源转型和低碳发展相关决
策，长期参考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开发的 DICE模型(内嵌
能量平衡模型 EMB模拟气候变化)、麻省理工学院(MIT)的 IGSM模型（包含 EPPA
和 MESM两个子模型）、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PNNL)与马里兰大学联合成
立的全球变化研究所(Joint Global Change Research Institute, JGCRI)开发的 GCAM模
型、斯坦福大学的MERGE模型等提供的分析结果(EPA, 2021; DOE, 2021; Nordhaus,
2018; Hillebrand, 2020; Sokolov et al, 2005; Calvin et al, 2019; Manne et al, 1995)。MIT
斯隆学院开发的基于系统动力学的 En-ROADS气候变化仿真模型，近年来也被美国
国会、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采用(Climate Interactive, 2021)。欧盟委员会采用一套集
成了多个子模型（PRIMES、GEM-E3、GAINS、CAPRI等）的综合评估模型，支撑
了包括“绿色新政”在内的一系列气候和能源政策框架设计(European Commission,
2021b)。荷兰环境评估署(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PBL)的
IMAGE模型、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的 MESSAGE模型、波茨坦气候影
响研究所(PIK)的 REMIND模型以及剑桥大学的 E3ME模型，也长期为欧洲决策者
提供科学支撑 (Stehfest et al, 2014; Klaassen & Riahi, 2007; Hilaire & Bertram, 2020;
PBL, 2021; IIASA, 2021a; PIK, 2021; Cambridge Econometrics, 2021)。日本国立环境
研究所(NIES)开发的 AIM模型常被用于评估气候变化对亚太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经
济的影响，并向 IPCC 提供全球和区域排放情景模拟分析 (NIES, 2021; Kainuma,
1998)。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开发的 GTEM-C模型、维多利亚
大学开发的 VURM模型（前身为 MMRF模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美国雪城大
学联合开发的 G-Cubed模型对澳大利亚经济有比较详细的刻画，被政府和私营部门
用于分析气候政策对宏观经济和行业的影响 (Cai et al, 2015; Adams et al, 2015;
Mckibbin & Wilcoxen, 2013; Fernado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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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际研究机构开始关注绿色金融对能源气候目标实现的影响，并开展

相关分析研究。IIASA自 2018年起参与了奥地利政府绿色融资(GreenFin)项目的研
究和建模工作，目前项目开发的基于主体的 EIRIN模型，已被欧央行用于气候压力
测试和欧盟绿色财政政策评估(IIASA, 2021b; Monastero & Raberto, 2018)。

（二）国内模型综述

借鉴国外的建模技术和经验，我国相关机构已成功开发了多套综合评估模型，

将其应用于国内绿色低碳转型策略研究中。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是中国高

校中最早开展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系统分析的研究单位，何建坤等（1996）于 1990
年代中期开发了用于温室气体减排评价的 INET能源系统模型，张阿玲等（2002）
在 INET基础上改进形成了经济、能源、环境(3E)模型。该所的不同团队已开发一系
列基于经济和工程理论的模型，构建了综合评估模型体系。例如张希良团队不仅开

发了中国-全球能源经济模型(C-GEM)、中国分区能源经济模型(C-REM)等能源经济
宏观模型和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及运行模型(REPO)等部门模型，以及集合了以
上两类模型的国家绿色低碳转型路径集成模型 (Integrated Energy-Environment-
Economy Analysis, IEEEA)，还构建了中国分区综合评估模型(REACH)（张鸿宇等，
2021）。其中，C-GEM模型和 C-REM模型能够表达经济社会环境约束下的能源发
展目标，评价不同目标对能源行业、社会经济、能源成本和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REPO模型能够详细刻画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优化排放约束下的电源发展目标并
计算电力系统总成本，估算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目标的成本投入。该模型体系的结

果已被多次应用于我国宏观战略规划中的能源和气候目标设定、碳市场设计等重大

决策。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的陈文颖团队在系统优化模型 MARKAL的基
础上，通过引入宏观经济模型“MACRO”开发的 China MARKAL-MACRO模型及其
后续版本（如 Global TIMES、China TIMES等），也被广泛应用于大气污染物协同
效应、建筑部门电气化等政策和能源转型路径分析(Li et al, 2019; Wang et al, 2018;
Zhang & Chen, 2020)。于智为和胡小军的博士论文，基于能源系统微观主体行为的
仿真建模方法构建了 WEOD框架，用于分析西气东输等能源政策（于智为等，
2008）。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与国内外机构合作开发了中国能源政策综合评价模

型(IPAC)，该模型被应用于中国各部门能源需求和相关排放的情景模拟以及碳定价
政策分析（姜克隽等，2008；王金南等，2009）。北京大学能源环境经济与政策研
究室建立的 IMED由宏观经济模型(IMED|CGE)、能源技术优化模型(IMED|TEC)、
人群健康模型(IMED|HEL)等模块组成，被广泛用于国家级和省级空气污染控制、人
群健康、资源利用效率、能源和气候减缓政策的分析(Ren et al, 2021; 陆潘涛等，
2021; Zhang et al, 2021; Jin et al, 2020)。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开发
的 C3IAM模型体系，实现了地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双向耦合，被用于评估全球
气候变化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中国气候变化政策以及各国气候博弈相关研究(Wei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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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国的综合评估模型对经济发展、绿色转型特征有更加细致的刻画，但

相比发达经济体的模型体系，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需完善对重点区域、行业、各

类减碳机制的刻画，拓展有关金融系统及其与能源、气候、环境等其他系统交互的

模拟功能。

（三）典型建模方法的评价

目前，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的建模方法，按照建模角度，可分为自上而下的

宏观角度，自下而上的工程角度，以及同时包含前两者的混合建模角度。按照建模

理论，可分为优化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一般均衡理论模型、计量经济学模型以

及混合模型等（于智为，2010）。随着模型的不断发展，各研究机构构建了不同领
域的多模型乃至模型体系，以更详细地刻画能源、环境、经济系统。本节主要从建

模理论角度，对前文所述模型进行分类（见表 1和图 1）并做评价。

表 1：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分类

建模角度 建模原理 国际模型 国内模型 应用领域

自下而上 优化 WEM 、 ETP 、

MESSAGE 、 DICE 、

GCAM、PRIMES

China MARKAL-

MACRO 、 China

TIMES 、 REPO 、

IMED|TEC

能源系统优化、技

术路线选择、技术

环境影响分析、政

策分析、需求分析

系统动力学 En-ROADS

自上而下 一般均衡 GEM-E3、EPPA、

AIM、GTEM-C、

VURM、G-Cubed

C-GEM、C-REM、

IMED|CGE

宏观经济分析、政

策规划制定

计量经济学 E3ME、EBM

混合模型 多种方法 MERGE、IMAGE、

GAINS、IGSM、

REMIND

C3IAM、IPAC、

IMED、IEEEA

能源-环境-经济综

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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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分类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模型分类绘制。

1.优化模型

气候政策多涉及优化问题，很多综合模型采用优化模型作为框架（魏一鸣等，

2013）。以能源系统优化模型 TIMES为例，该类模型一般采用多周期动态线性规划
的标准形式，将目标函数设定为规划期内能源系统贴现的总供能成本，以化石燃料

的流量平衡、电力和供热基本负荷、技术容量增长、能源资源累积总量以及排放等

为约束，通过改变终端用能需求，求解约束条件下成本最小的能源技术和燃料优化

组合（何建坤和陈文颖，2015）。能源系统优化模型可详细刻画能源从开采、加工
到转换、分配、终端用能等各个环节的现有技术和潜在技术，但往往缺少能源与经

济系统的联系（何建坤和陈文颖，2015）。由于参数众多，这类模型在数据获取上
面临一定困难。另外，受线性规划自身最小化目标的限制，可能出现不合理的极端

结果（于智为，2010）。

2.系统动力学模型

系统动力学模型基于一般系统理论，可描述一个系统内各种复杂活动和过程，

最早被用于分析工业经济复杂性及世界环境和人口问题(Olson, 2003)。该模型可根
据需求，将系统分为若干个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并将每个子系统的关键参数，以及

它们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抽象为非线性方程组进行求解，再通过研究平衡点的稳

定性对系统本身进行验证（于智为，2010）。系统动力学模型可很好地模拟各类能
源的供给和需求变化，为政府对不同能源的定价提供参考。然而，面对参数、方程

众多的复杂系统时，该模型存在数据获取难度大、仿真运算时间长等问题。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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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很难将具体的战略、政策联系抽象化，系统动力学模型在描述微观社会经济环

境系统时有一定局限性（于智为，2010）。

3.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源自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能够将经济活
动和能源使用通过均衡条件纳入综合一致的研究框架，静态求解时需满足零超额利

润、市场出清和收支平衡三个条件，动态演变主要受劳动力增长、资本积累、资源

耗竭和技术进步等因素驱动（张达，2014；齐天宇，2014）。由于 CGE模型与新古
典微观经济理论密切联系，建模者更易判断模型结果的合理性，做出基于经济规律

的解释。多数 CGE模型涵盖从能源生产到终端用能等多个经济部门，因此经济主体
的最优化决策可直接或间接传导到整个能源经济系统，使政策评估结果更加综合；

CGE模型还可与对工程技术有详细刻画的自下而上的单个部门模型耦合，评估政策
对单个部门的具体影响（齐天宇等，2016；Cao et al, 2021）。然而，CGE模型也存
在一些限制。一方面，CGE模型结果依赖大量参数，且诸如弹性等关键参数常根据
经验取值，缺乏实证研究校准；另一方面，CGE模型对技术的表达往往较为抽象简
单，且由于采用了市场充分竞争、市场参与者完全理性等过于理想化的假设，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 CGE模型模拟结果的可信度（齐天宇等，2016）。
另一类一般均衡理论用于气候评估的模型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相

比 CGE模型，DSGE模型将代表性主体对未来随机事件的预期纳入当期决策，可以
更好地捕捉经济波动的不确定性(Sbordone et al, 2010)。一些 DSGE模型将银行的货
币扩张内生化(Ranger et al, 2021)，对金融部门和宏观政策的处理比 CGE模型更全面。
然而，DSGE模型并不能完全解决 CGE面临的问题，比如 DSGE的代表性主体假设
未能深入考虑主体之间的差异性，较难对突发事件给出确切把握。由于 DSGE模型
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上，因此也较难模拟主体在非均衡情景下的适应性变化（王冰

雪和王国成，2019）。
4.计量经济学模型

计量经济学模型以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为目标，通过分析样本数据显

示的特征，建立变量关系表达式（孙敬水和马淑琴，2014）。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形
式简单清晰，可对历史数据进行较好拟合，给出明确的定性结果，可用于分析经济

和能源变量之间的关系，模拟未来趋势（于智为，2010）。然而，应用计量经济模
型评估碳中和路径和政策也面临一些挑战：模拟主要基于历史规律，可能存在结果

与现实的偏离，现实经济的复杂性也使计量经济学模型的长期模拟精度受到很大影

响（刘丽艳，2013）；另外，计量经济学模型结果受样本数据的质和量影响较大，
在数据有限的情况下，不能很好地模拟现实经济运行（王敏，2018）。

5.混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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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单一建模很难对能源、经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整体描述，气候变

化评估模型已经从单纯的能源与经济关系的模型(Van der Zwaan et al, 2002)，扩展到
包含能源、经济、环境等多元目标的系统模型(Nordhaus, 2011)，甚至进一步拓展到
自下而上的技术模型与自上而下的经济模型相耦合的多模型，或包含能源、经济、

贸易、气候等多个子模型的体系化模型。从建模角度来看，以上建模方法都可以被

归为混合建模，比较典型的混合模型包括MIT-IGSM模型体系、IMAGE模型体系、
IPAC模型体系等（于智为，2010）。虽然混合模型克服了单一模型的部分不足，但
仍面临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由于复杂度高，这类模型很难对气候变化影响

的概率分布、人类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厌恶程度，以及社会福利的时间偏好等不确定

性进行大规模模拟（魏一鸣等，2013）。其次，大多数模型根据学习曲线模拟技术
进步，不能很好地刻画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路径依赖；采用同质性主体等过于理想的

假设，忽视了气候变化对不同群体影响的差异性。此外，很多模型的关键参数常直

接采用经验值，未进行回溯检验，可能导致模拟结果产生偏差（张莹，2017）。
在气候-金融综合分析方面，目前大多数主流能源系统优化模型、系统动力学模

型以及混合模型没有考虑金融部门，忽略了金融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的相互作用。

传统 CGE模型往往假设货币中性，如 Landry et al (2019)运用 EPPA模型分析了 2℃
目标下的搁浅资产和 GDP损失，但由于缺少对货币流以及央行和金融中介的刻画，
无法全面评估气候相关金融风险。事实上，一方面金融部门的流动性风险和违约风

险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进而影响经济活动和碳排放，另一方面气候变化相关的物理

风险和转型风险通过资产负债表、金融市场流动性、资产价格和投资收益预期等渠

道，影响金融稳定、损害经济增长（王信等，2020）。这表明，金融部门的纳入对
气候变化综合评估和碳中和全面分析不可或缺。

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改进拓展传统模型框架，量化评估气候相关金融问题和

绿色金融政策效果，如 Annicchiarico & Di Dio (2017)、Economides & Xepapadeas
(2018)、Punzi (2018)、王遥等(2019)以及 Diluiso et al (2020)建立了含有环境模块的
DSGE模型，Fernando et al (2021)开发了多区域多部门跨期 CGE-DSGE混合模型。
鉴于 ABM不受一般均衡理论限制，对微观主体决策和互动刻画更贴近现实、对技
术扩散和技术进步刻画更加精细灵活，一些研究尝试将宏观能源经济模型与 ABM
进行耦合，开发出包含 ABM模块的计量经济学模型(Mercure et al, 2018; Mercure et
al, 2021)和基于 ABM的存量-流量一致模型(Ranger et al, 2021)。

三、最新模型研究进展与趋向——基于主体的模型

（一）基于主体模型简介——以 Aspen模型为例

ABM采用自下而上的建模方式，可模拟具有异质性、自主性和适应性等特征的
多个主体的同时行动和相互作用，可再现和模拟分析复杂现象（魏泽洋等，2020；
于智为，2010；Castro et al, 2020）。ABM的起源可追溯到数学博弈论，诺贝尔奖
得主托马斯·谢林将这一理论用于分析冲突与合作问题，被视为 ABM的早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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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ro et al, 2020)。20世纪 9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ABM建模方法开始
在社会科学领域流行起来，例如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针对美国经济的微观模拟开

发的 Aspen模型，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例子。
Aspen模型已能够初步体现 ABM模型目前所体现出的大部分特征和优势(Basu

et al, 1998)（详见下文）。分析其主体设置，可了解 ABM的大部分建模原理。例如，
Aspen模型基于主体有限理性和涉他偏好等假设，刻画多个具有内部多样性的主体，
包括各种异质性家庭、公司、政府、金融机构、能源供给主体、环境主体等，主体

类型和多样性胜过同期其它类型经济模型，可对美国整体经济进行更好的分析。针

对家庭主体，Aspen考虑其工作收入、失业保险、社会保障、债券收益等收入来源，
以及四类消费品支出、储蓄账户、政府债券或商业债券投资等，微观细节胜过同时

代其它类型模型。Aspen支持跨领域新分析需求的模型灵活更新，例如，模型可纳
入恐怖主义行动，分析恐怖主义抑制消费者信心及其经济活动(Sprigg et al, 2004)。
Aspen纳入了汽车制造、房地产开发、非耐用消费品生产以及耐用消费品生产这四
大行业的公司主体，每家公司基于遗传算法学习分类器系统(GALCS)来设定其商品
价格。Aspen以其它类型模型不具备的优势，体现企业在定价策略上的动态学习和
演化能力。Aspen可通过引入复杂定价和购买博弈策略，以其它模型通常不具备的
能力，支持对家庭复杂购买策略下企业间纳什均衡价格的生成和对比(Slepoy &
Pryor, 2002)。Aspen模型中，政府部门负责征收收入税、销售税和工资税，管理社
会保障体系，支付失业救济金，管理整个公共部门的跨期收支平衡，并发行政府债

券等，其职能在后续模型更新中能灵活方便地扩展。Aspen的金融部门纳入各种商
业银行主体，这些主体吸收家庭储蓄，发放消费贷款、商业贷款、商业债券等，商

业银行主体和家庭主体、公司主体间能进行一对一信息交换和决策行为互动，反映

主体的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Aspen金融部门还反映美联储货币政策，纳入证券公
司等其它商业金融机构，以协调政府、银行和家庭之间的债券供求关系。Aspen模
型中金融部门在主体、金融政策、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等方面扩展性，都被证明优

于同期其它类型模型，例如更新后的模型可在一致框架内，模拟市场和非市场机制

政策工具，分析其协同关系。Aspen-EE模型基于原模型进一步创新，以适用于能源
领域分析，充分体现了 ABM与时俱进、领域交叉、灵活更新的优势。Aspen-EE通
过进一步纳入燃料公司、电力公司等能源供给主体、电力系统运营主体、主管部门

主体，以及决定电力需求的环境主体等，其预测的美国电力市场价格变化趋势与现

实状况较为一致(Barton et al, 2000)。
总的来说，一个典型的 ABM具有以下特征：1）自下而上建模角度；2）异质

性；3）主体存在于不断演进的复杂系统中；4）非线性；5）主体间自发的直接互动；
6）有限理性；7）主体有学习能力；8）路径依赖；9）持续内生的创新，以驱动主
体学习和适应；10）基于选择的市场机制(Fagiolo & Roventini, 2017)。一个典型的
ABM由一组消费者、企业等主体构成，系统以天、季度或年度的离散时间步长演进。
对于任意时期，每个主体面对有限数量（可随时间变化）的微观经济变量和不变的

微观经济参数；相应的，整个经济体以某些不变的宏观参数表征。给定初始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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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微观参数，对任意期，一个或多个主体可随机或受系统影响选择更新他们的微观

经济变量。选择更新变量的主体将与之直接互动过的其他主体当前和过去的微观经

济变量收集起来，连同他们对周边环境的认知，以及他们可以收集的关于整个经济

状况的信息，输入到一系列启发式或常规算法（不一定是优化算法）代表的行为规

则中。这些行为规则以及交互模式，旨在模仿研究人员从初步研究中收集经验和实

验知识以用于指导下一步行动。经过上一轮更新，一组新的微观经济变量被输入到

经济体中以进行下一步迭代(Fagiolo & Roventini, 2017)。图 2展示了典型 ABM的分
析流程。

图 2：典型 ABM的分析流程

图片来源：Fagiolo & Roventini (2017)

（二）ABM在气候变化评估中的应用

Ranger et al (2021)应用基于主体的 EIRIN模型，评估了气候变化、经济和疫情
复合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发现复合冲击对 GDP的影响比单个冲击影响之和大 50%，
强调在金融、财政和危机风险管理中，考虑复合冲击的紧迫性。此前，Castro et al
(2020)对应用 ABM分析气候-能源政策的 61份文献进行了综述，发现 ABM已被用
于碳市场、电力市场、建筑节能、电动车和可再生能源推广等 13类气候-能源研究。
Castro et al (2020)发现，与传统模型相比，ABM通过模拟更符合实际的决策和产品
选择，为消费者和生产者提供更大的减排灵活性，这将有助于正确估计个人福利损

失和认识气候政策的有效性、可承受性。总体而言，如果设计得当，ABM可以很好
地被用于分析气候政策的有效性、平等性以及政策的成本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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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ABM在气候-能源政策评估中的应用

图片来源：Castro et al (2020)

（三）ABM模型的优势

ABM可广泛覆盖微观细节，随现实变化灵活进行系统更新，充分考虑主体的差
异性、有限理性、动态学习和演化能力及主体间互动，适合围绕碳中和路径、绿色

金融政策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为决策提供参考。其优势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充分刻画经济金融、能源供求、气候环境生态等系统的运行细节。这些细

节包括能源供给与需求间的响应和反馈、经济金融系统对能源的响应、气候环境生

态系统关于能源的响应，还可包括能源气候政策的影响。以德国弗劳恩霍夫系统与

创新研究所(Fraunhofer ISI)开发的 ENERTILE模型体系为例，其专门针对电力部门
碳中和分析，模型体系的完整结构如图 4所示。该模型体系聚焦回答德国能源转型
最关键的问题，即为了实现碳中和，电力系统应选择可再生能源还是核能。为此，

该模型体系进行了非常精细化的设计。首先，以 10km×10km分辨率将整个欧洲划
分为海量网格，进行分地块建模，开展精细化分析。再以小时为精度，计算每个地

块的电力需求、集中供热需求、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氢气需求等，可针对“白天高，
夜晚低”的电力需求巨大波动，确定成本更低、供需匹配效率更高的可再生能源或核
能解决方案。该模型还充分考虑电力、供热、氢气的输配网络对不同地块能源供求

的影响，并优化了德国 2050年碳中和目标下的最小成本路径，该路径精细化到考虑
了每小时发电、供热、制氢量，每年新增装机量以及电力输配网络扩张等细节。



12

图 4：仅用于电力部门碳中和分析的基于主体模型体系

二是方便进行更新，及时满足绿色金融等全新交叉领域的分析需求。例如，为

了纳入绿色金融等新主题和满足新的政策分析需求，德国弗劳恩霍夫系统与创新研

究所针对 FORECAST-Buildings-Appliances-Industry模型体系，通过建模专家团队与
该所新成立的绿色金融项目组紧密合作，回答德国向绿色经济转型的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准确评估德国绿色经济行动下不同领域的投融资需求；二是调查哪些新的绿色

金融工具适合大规模私人资本投入。针对第一个问题，模型结果建议：德国绿色经

济行动下三个领域的总投资需求介于德国 2020年 GDP的 1.2%至 2050年 GDP的
1.8%之间。其中，可再生能源以及高能效、气候友好型交通领域的项目，应当匹配
最高的投融资优先级。针对第二个问题，合作团队对国际上现有的绿色金融融资概

念和工具进行筛选，基于模型结果给出政策建议。

三是更有能力满足绿色金融等全新交叉领域较为困难的建模需求。国际应用系

统分析研究所(IIASA)在其绿色金融项目中，以奥地利扩大绿色金融规模并尽量避免
影响宏观经济表现、金融稳定和经济不平等为例，通过五个步骤逐步更新已有模型

体系。第一步，全面考察当前全球可持续金融工具和机制；第二步，采用计量经济

学模型估计奥地利投资者对《巴黎协定》的反应，以及绿色金融投资组合优于棕色

资产投资组合的条件；第三步，对奥地利引入绿色财政政策、金融监管进行宏观金

融评估；第四步，在上述步骤基础上，更新已有模型或构建新模型，分析奥地利扩

大绿色金融规模对本国和其它国经济金融的影响；第五步，进一步开发配套子模型、

子模块、工具包等，针对绿色金融规模的扩大，进行更精细的事前评估。

四是充分纳入不同能源供需主体的异质性，更精准地服务差异化政策制定和实

施。图 5是 IIASA开发的针对所有部门碳中和分析的超大规模基于主体模型体系
（以下简称 IIASA模型体系）。以位于下方的家庭耗能需求的燃料选择模型与其交
通系统模型为例，不同能源需求主体改变能源消费结构的难度千差万别，燃料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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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和交通系统模型可充分刻画能源消费主体的异质性，帮助决策者分析这一因素

对能源转型升级影响、碳中和路径设计以及政策公平性等问题。

图 5：针对所有部门碳中和分析的基于主体模型体系4

五是更现实地假设主体仅具有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提高政府差异化引导、精

准化监管的能力。以位于图 5左侧的宏观经济聚合模型为例，在参与碳排放权交易
的主体中，既有相关认识不足、理性程度较低、市场信息掌握不充分的主体，也存

在对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认识深刻、理性程度高、市场信息获取及时充分的主体。宏

观经济聚合模型考虑主体的理性和信息差异性，可支持决策部门“因人施策”，有效
提升对碳排放权交易主体的差异化引导和精准化监管能力。

六是合理体现主体的动态学习和演化能力，有利于加速推动碳中和实践。以位

于图 5正中的核心模型（上述 IIASA模型体系的开发基于的最初版本单一模型）为
例，能源需求主体能够学习外界环境恶化程度以及减排成本的变化，据此改变行为；

能源供给主体能进一步了解国家能源战略变化，更好地围绕能源转型进行商业决策；

能源政策决策者可基于碳中和政策目标和实践效果，提高政策制定水平。IIASA模
型体系中的核心模型通过充分考虑不同主体的动态学习和演化能力，更好地体现碳

减排目标的实现。

本图由作者根据 IIASA网站关于其模型、工具、数据库的介绍，以及期刊论文、项目论文、工作论文等整理而来。



14

虽然 ABM有很多传统模型不具备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 ABM的所
有参数基本都需要通过实证研究估计，数据收集、整理和运算工作更为繁重（张莹，

2017）。另外，由于模型基于演化且高度复杂，往往需要较长的求解时间，一些模
拟结果可能不易被充分解释。

四、结论与建议

面向碳中和转型过程中的政策、技术以及市场等风险可被金融市场复杂的交互

关系放大，最终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构成系统性影响。目前，我国的综合评估模型

大多由能源、环境领域专家开发，主要刻画经济系统与能源、环境系统密切关联的

部分，缺乏对金融体系的细致表达，无法很好的模拟气候变化引起的系统性金融风

险，不便于灵活增加绿色金融等新主题，满足相关政策分析需求。为支持精细化碳

中和、绿色金融政策分析，有必要借鉴国际国内已有建模经验，系统建立和完善我

国的基于主体模型，探索碳中和成本最小化路径，保证相关能源和金融政策合理可

靠。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七点具体模型开发建议。

一是模型至少应包含经济金融系统模型、能源需求模型、能源供给模型、气候

环境生态系统模型四个子模块。经济金融子模块包括对人口、资本、技术、投融资

等主要方面的趋势判断，展望未来 GDP增长路径，进一步把 GDP的总量分解为各
部门的经济金融活动。能源需求子模块用于进一步完整刻画经济金融系统中的生产、

消费、投资过程涉及的能源服务需求。能源供给子模块主要针对各类能源需求，计

算匹配供给方案。气候环境生态系统子模块主要用来计算生产、消费、投资带来的

温室气体和其它污染物排放，科学评估其在自然系统中扩散及其对所有主体的影响，

折算出不同主体的经济代价，作为各主体的环境成本约束。

二是组织来自经济金融、能源、环境等领域的专家团队。选拔专家的标准包括：

能把握相关领域的主要矛盾，划出专业子模型的边界，判断建模的大致方向；能基

于专业经验，在建模技术路线选择上扬长避短；熟悉模型与现实之间的一致与不匹

配之处，使模型更符合现实。

三是定期开展大规模针对性调查统计，以此校准和更新模型，提高模型结果的

合理性。需要对模型中的敏感型参数，例如碳交易的需求价格弹性、各行业的绿色

信贷需求缺口、绿色债券收益率和违约率等，设计专门调查统计项目，定期保质保

量收集数据。对其它结果不敏感型参数，可更自由地基于专家经验、计量估计、模

型模拟、文献参考等方式来取值。

四是建立决策层与建模专家团队的持续反馈改进机制。决策层需要在三个层面

帮助把关模型质量：第一，在模型体系整体输出结果层面，判断相关结果是否合理；

第二，帮助判断经济金融系统子模型、能源系统子模型以及气候环境生态系统子模

型的输出结果及其相互关系是否合理；第三，帮助把关各子模型内部对相应系统动

力机制的刻画是否逻辑自洽，关键参数的校准或估计是否严谨可靠。

五是围绕模型输出结果进行可靠性评估。现实中气候变化及其风险和经济成本

都具有不确定性，模型所选碳减排情景也可能与现实不尽契合，这些都会影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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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的可靠性，应对此进行可靠性评估。通常，模型 20年以上长期模拟分析结果比
中短期结果可靠，全球或以洲为区域单位的平均结果远比更小区域单位的平均结果

可靠，五年以上的模拟分析比一年以内的事件模拟分析更可靠，大量主体平均结果

远比个体结果可靠(Wu et al, 2021)。
六是推进算法创新，降低模型求解复杂性。ABM模型是一个基于演化的模型，

如何较为有效快速的获得模型解集的分布是该类模型普遍存在的一个挑战。建模者

对复杂系统理论和计算机编程的驾驭，是 ABM成功的重要保障。建模专家团队可
聘请计算机科学专家参与 ABM模型的开发，协助气候和金融专家改进算法，提升
模型计算效率。

七是充分发挥 ABM的优势，并将其与传统综合评估模型有机结合。ABM优势
在于刻画微观主体决策和互动产生的宏观效应。目前综合评估模型仍是碳中和研究

的主流模型，近期可根据 ABM的优势，有针对性地选择上述子模型中，可被现实
世界高质量大数据较好支持的复杂系统问题，例如能源供求市场、碳交易市场、绿

色金融产品市场等问题，开始构建模型。通过将其与传统综合评估模型耦合校准，

实现一个模型体系下宏、中、微观层面的模拟刻画，提高综合评估模型模拟的准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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